
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周兴陆

摘　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在汉安

帝朝约 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但政坛多骨鲠之士，兴起了苦

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王逸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

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同样是依经论骚，他迥然不同于此前扬雄和班固的明哲保身，而对屈原的讽

谏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春秋繁露》“公

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影响了王逸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

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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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是现存最早的《楚辞》 注释本，是《楚辞》 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

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王逸《楚辞章句》 的评论和研究，贯穿整个《楚辞》 学史，也是现当代《楚辞》 学

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一般立足于该书本身，或从章句训诂的角度，或联系汉代经学、文学观念等切入，

做出较为准确的阐发。但是，对屈原与《楚辞》 的认识评价，东汉安帝时期的王逸为什么与此前的扬

雄、班固等迥然有异？这是从《楚辞章句》 本身无法做出解释的，需要联系当时的士风和政坛格局才

能做出合理的回答。
 

一　依经立义，称扬激切的讽谏，是王逸注骚的基本思想

在错综纷乱的战国形势中，屈原是一位特殊的士人，他与楚国同姓，但没有权位，因此不能像战国

四公子那样排难解纷；他忠于宗国，故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朝秦暮楚。他自沉汨罗的激烈悲壮，

也远非一般策士所能企及。汉代建立大一统政权，从文帝、景帝时期重黄老之学，到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中间又经历王莽篡汉、光武中兴，政治形势和

思想文化屡次发生变革，对于屈原的认识和评论也就大费周章，成为当时学者绕不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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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尚未确立稳固的统治地位的汉代早期，淮南王刘安因两世蒙冤，司马迁由于个人的悲

惨遭遇，都对屈原的不幸寄寓深切的同情，引为同调，给予崇高的称许。刘安作《离骚传叙》 曰：“《国

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悱而不乱，若《离骚》 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

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谓《离骚》 兼备《风》 《雅》 ，屈原人格高洁，怀抱如同日月般光

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 《报任安书》 里都述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是激发自己“发愤著书”的

精神动力。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里首次勾勒屈原的人生，高度评价屈原高洁的人格和骚怨的创

作精神，称“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

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

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②。司马迁不仅认同刘安对屈原的评价，还揭示了

屈原与楚国昏聩朝廷相冲突，遭遇毁谤和打击，心生忧愁和悲怨而作《离骚》 。司马迁从屈原的遭际

中获得共情，在对屈原的评价中寄寓了自己的怀抱。他用一个“怨”字概括屈原创作的内在情感动力，

借此以曲折地舒泄自己因“李陵之祸”而郁积的怨气。

至汉哀帝、平帝，特别王莽篡权时期，政治环境险恶，非圣哲之书不好的大儒扬雄“以为君子得时

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③作《反离骚》 ，从儒家明哲保身、无道则隐的处

世观出发，觉得屈原之自沉是不够明智的。光武中兴后，百废待兴，特别是根基还较为脆弱的儒家思

想意识形态亟待重建。“明章叠耀，崇爱儒术。”④汉明帝和汉章帝采取一系列崇儒尊经的措施，如于

东观校定经籍，于白虎观辩论经学等，夯实了儒学的根基。这时，班固作《离骚章句》 ，惜已亡佚，唯存

《离骚赞序》 和《离骚序》 二篇。其中发展了扬雄所谓君子固穷、明哲保身的儒家中庸思想，批评屈原

“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

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⑤。班固

不同意刘安和司马迁对屈原的称颂，而认为屈原忿怼不容，不能高蹈，乃至沉江而死，不合儒家的中庸

原则，是狂狷景行之士；并依经论骚，苛责《楚辞》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是虚无之语，不合经典法度。

班固仅高度地称许《楚辞》 弘博丽雅的文辞，最后给屈原定性，“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⑥，把屈

原降格为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

扬雄与班固对屈原的行事都作出否定，其背后有不同的时代原因。扬雄为了苟全于乱世而寻求

渊默自保，班固是在光武中兴的治世里为了维护儒家思想意识形态而贬抑屈原不合中和原则的狂狷

行为。

到了汉安帝时期，王逸撰《楚辞章句》 ，同样是依经立义，却在对屈原评价的问题上又做了一次翻

案。王逸立论的根基是他对“人臣之义”的重新认识：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

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

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⑦

迥然不同于扬雄、班固评价屈原所依据《论语·泰伯》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诗经·大雅·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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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中庸原则，王逸发扬了《论语·卫灵公》 “杀身成仁”、《孟子·告子上》

“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精神，批评了扬雄、班固等人婉顺阴柔的处世态度，赞颂屈原以生命为代价的

斗争勇气，“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

俊彦之英也”①。屈原在班固眼里“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在王逸心中则被推举为“绝世之行，

俊彦之英”。王逸认为“《离骚》 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举例否定了班固所谓“非法度之政，经义所

载”的批评，通过与《诗经》 之怨主刺上相比较，称赞屈原的怨刺“优游婉顺”。王逸《楚辞章句序》 主
要是针对班固所论而发，对屈原的讽谏和抗争精神给予高度的称赞，显示出从明帝、章帝到安帝时期

对屈原评论的巨大变化。

同样是依经论骚，为什么王逸迥然有别于扬雄、班固，而能如此推崇屈原的直谏精神呢？目

前学界对此疑问尚缺少追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察王逸撰著《楚辞章句》 时的时代政

治背景。 

二　汉安帝朝政坛斗争中的诤谏之风

王逸撰《楚辞章句》 在汉安帝朝。延平元年（106年），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汉殇帝夭折，刘氏政权

面临无人继嗣的危险。太后邓绥与兄长车骑将军邓骘商量，迎立章帝之孙、清河孝王之子刘祜，是为

汉安帝，改元“永初”。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她秉承明帝、章帝以来的传统，重视儒经，组织人

员雠校典籍。《后汉书·和熹邓太后纪》 载：

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

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

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②

就像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章帝时的白虎观讲经一样，这是当时巩固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

态地位的重要举措，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影响，后世研究者似乎还未加以重视。这次东观雠校，

不仅涉及的典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中官近臣受读，再教授宫人，是对皇帝身边的人员进行一次

全面的经典学习和思想改造。《后汉书》 对这次事件屡有记述。《孝安帝纪》 载，永初四年春，“诏谒

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③。《蔡伦传》 载：

“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

其事。”④

遴选博士、议郎等校定东观典籍，此事肇始于永初四年（110年）。由于事务繁剧，不断扩员。

六七年后，王逸“以外郡计吏留拜校书郎”⑤，参与校定东观典籍，并在这时候撰著《楚辞章句》 。《后

汉书·文苑·王逸传》 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

侍中。著《楚辞章句》 ，行于世。”⑥明嘉靖翻宋刻《楚辞》 卷二至卷十六皆署“校书郎臣王逸上”。

王逸撰此书在安帝时的校书郎任上，这已为学界的共识。元初（114—119年）是汉安帝年号，王逸撰

《楚辞章句》 开始于元初中，即元初三、四年（116、117年）前后，据蒋天枢先生推测，至永宁元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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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校书工作或已接近完成。但是从《后汉书·张衡传》 记载著作东观的人终老于此，且张衡

至 133年迁侍中后还请求专事东观来看，王逸在校书郎任上时间不会太短，在转为侍中之前的整个

安帝朝（安帝薨于 125年），王逸都有可能在撰著《楚辞章句》 。《楚辞章句》 不是一部寻常的私人著

作，而是王逸在安帝朝的东观校书郎任上所撰，因此我们需要联系安帝朝的政坛来考察王逸著书的

时代背景。

汉安帝在位的 20年，是东汉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前的“明章之治”，官吏尽职，百姓安

居，天下太平；至和帝时期，国力大盛，史称“永元之隆”。但是到了安帝时期，天灾人祸接连不断。

据《后汉书·孝安帝纪》 记载，西域、乌桓、鲜卑、南单于、南匈奴多次寇侵，蝗灾持续近 10年，地

震 16次，日食 12次，大水、雨雹、地陷、山崩、大疫、大旱、大饥等此起彼伏，无一刻消停。正如

永初五年（111年）闰四月诏书所言，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

发。邓太后长期临朝秉政，政权旁落外戚手中，安帝宠幸宦官江京、李闰等，位至列侯，又爱信阿

母王圣，封为野王君，真是纪纲寖坏，政在权门，正如《后汉书·孝安帝纪》 范晔曰：“安德不升，秕

我王度”，安帝无德，败坏政教法度。李贤注也说：“君道闇乱，政化陵迟，汉祚衰微，自此而始。”①

朝纲不振，佞幸弄权，激起一批忠诚于汉室、刚正不阿的大臣不断地上疏直谏，甚至有人为此付

出生命的代价。

先看邓太后秉政时期朝臣的讽谏。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

逾侈”②，张衡乃拟班固《两都赋》 作《二京赋》 ，因以讽谏。当时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备宜废，时

任东观校书郎的马融上《广成颂》 以讽谏，忤逆太后，发怒下令禁锢他，直到安帝亲政时，才出为河间

王长史。《后汉书·杜根传》 载，“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

（舍）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③。杜根之忠烈，可上攀比干、屈

原。安帝 13岁即位，随后的 15年一直是邓太后临朝主政，这样就形成了后党与帝党之争，马融、张

衡、杜根等人均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激切讽谏，展现出謇谔鲠直的士气，形成了不同于明帝、章帝、和帝

时期的政治氛围。

这种謇谔士气的高涨，与朝廷的宽容、鼓舞不无关系。永初元年（107年）三月，有日蚀，诏公卿举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永初四年（110年）二月，朝廷下诏：“自建初以来诸祅言它过坐徙边

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④东汉光武帝善谶纬，明帝、章帝以降，妖言图谶风气

炽盛，范围不断扩张，屡兴大狱，以妖言犯罪的人不在少数。⑤朝廷下此赦令，放宽言路，对于朝臣秉

忠进谏是有鼓舞意义的。次年（111年）闰四月又下诏云：

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

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

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

济斯艰戹，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

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

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⑥

周兴陆：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①②③④⑥　范晔：《后汉书》，第 243页；第 1897页；第 1839页；第 215页；第 217页。

⑤　可参李希珺：《论两汉的妖言》，《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2期，第 4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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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道诏书与王逸《楚辞章句》 对读，就会发现，它正是王逸撰著《楚辞章句》 的政治理论

基础。王逸为什么能迥异于扬雄和班固而赞扬屈原忠贞直谏的抗争勇气？可以从这篇诏书里找

到答案。甚至王逸的有些文句，就是直接来自这道诏书的。如《诏书》 ：“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

持，则将焉用彼相矣！’”系颠倒引用《论语》 。王逸《楚辞章句序》 曰：“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

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

贱也。”①“颠则”二句连文字次序都同于诏书而异于《论语》 。诏书中其他如“为政之本，莫若得人，

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的思想，在王逸《楚辞章句》 的注释中随处

可见。仅举一例，《惜誓》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王逸注：“言臣承顺君非，可推可迻，

苟自容入以得髙位。有直言谔谔，谏正君非，而反放弃之也。”②这不正是诏书所谓“未获忠良以毗

阙政”吗？试想，朝廷已在甄选直言极谏之士，鼓励大臣匡救时弊，校书郎、著作郎们怎能还像扬雄、

班固那样谨守明哲保身之训，括囊拱手而已呢？王逸撰著《楚辞章句》 推崇屈原的激切直谏，正是

符合当时朝廷求贤纳谏的需要。

永宁二年（121年）三月，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灾难依然不断，但政治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外

戚与宦官勾结，掌握大权。安帝宠幸乳母王圣，封她为野王君。当时外戚阎显、阎景、阎晏，中常侍樊

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等，结党营私，诬陷年仅十岁的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激起朝臣

的强烈不满，杨震、来历、成翊世、李尤等纷纷上疏聚讼，展开激烈的斗争。其中以杨震的诤谏最为鲠

直激切。《后汉书·杨震传》 载：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

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怀忿恚。而伯荣骄

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瑰交通，瑰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

疏……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

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

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

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

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震前后所

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

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帝不省，腾竟伏尸都

市……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

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

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

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

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

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

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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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后半生主要就是与安帝身边的外戚、宦官相斗争。可惜，安帝保爱群狙如护心腹，杨震以失

败告终，悲愤饮鸩而卒。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到屈原精神的复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卷十引北宋胡

安国的评论：“安帝三公无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则留，违则去。震以三公之尊，两奏一乳

媪而不能动，宜去久矣。至是极言，遂取杀身之祸，忠则忠矣，然其烛理不明，而处义不精，亦不足称也

已。”胡氏所言虽近乎扬雄、班固之评屈原，但借此正可见得杨震与屈原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当时

与杨震为同一阵营的，除了上面引文提到的赵腾外，还有数位：

成翊世，“延光中，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

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①。

翟酺，“时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

酺上疏谏……书奏不省，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②。

来历（人名），“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

历谓侍御史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

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③。当时王圣、江京、樊丰等构谗太子，来历要结十余人，

力证太子无过。

这里要特别提出居尚书之任的陈忠，上文提到的杜根、成翊世等直道之士，都是由陈忠所

举荐的。陈忠对安帝朝政事多有讽谏。安帝亲政后，连续发生灾异之事，朝廷下诏举有道，公卿

百僚各上封事。陈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

文曰：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

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平公问于叔向

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

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上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

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

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④

陈忠此疏是说给刚刚亲政的安帝听的，给安帝打好预防针：忠臣尽謇谔之节，极言直谏，即使偶有

讥刺，皇帝您也应该优游宽容，以拓宽直言进谏之路。果然安帝听进去了，下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

延为侍中，后来官居太尉，节操忠贞，修行清白。陈忠上此奏疏，正是在王逸撰著《楚辞章句》 的时候。

王逸《楚辞章句序》 曰：“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

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

乎！”⑤这与陈忠推崇謇谔之节、逆耳之言符契相应，异曲而同工。

或许不能断然判定杨震、陈忠等人的某些言行影响了王逸，但至少可以说，在安帝朝约 20年里，

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前期的马融、张衡、杜根和后期的杨震、

周兴陆：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①②③　范晔：《后汉书》，第 1840页；第 1602页；第 590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 1556、1557页。该疏文，《东汉文鉴》题《乞优容激切之言》，《右编》题《广言路疏》，《古文渊鉴》题《容谏

疏》。

⑤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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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翟酺等，都能发扬古代股肱大臣的謇谔鲠直之风，与邪恶势力展开殊死的斗争。朝廷重视广开

言路，鼓励直言极谏；政坛多骨鲠之士，也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王逸沐浴在这

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自然会在他的《楚辞章句》 中自觉地顺应这种

时势，一反扬雄、班固明哲保身的中庸态度，而激扬屈原直言极谏的精神。反过来说，王逸激扬屈原

直谏的斗争勇气，也是对当时杨震、陈忠、翟酺等骨鲠之臣的铮铮进谏的鼓舞。章句之学便转化为一

种现实的精神力量。 

三　“汉家礼仪”与王逸“同姓无相去之义”

屈原与楚同姓。但战国时的士，以义事君，合则进，不合则去。贾谊《吊屈原赋》 责问曰：“历九州

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接着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

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司马迁都认为屈原谏不从，义不合，则可以去矣，不必自沉。但到了

王逸撰《楚辞章句》 ，反复强调的是“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屈原遵道行义，欲还归也”，“屈原与楚同姓，

无去之义”。①何锡光先生撰文指出：“王逸的‘同姓无相去之义’是由董仲舒的‘公子无去国之义’推

衍而出；而作为对屈原行事的评说，王逸是首发此义者。”②正确地揭示了王逸此义的渊源。那么，对

于屈原之不能去国，王逸与贾谊、司马迁为什么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这也要联系汉代政治和

王逸的具体时代背景才能解释清楚。

汉承周统，封邦建国。刘邦立国后分封八个异姓诸侯王和十个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异姓诸侯王

很快就被废黜，结果只有刘氏宗室能分封、世袭为王侯。这一方面使得刘氏子孙能分散各地，形成从

上到下的政治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则中央与宗王之间不断地出现紧张关系，西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

乱”，武帝时有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东汉光武帝去世，明帝继位后，诸王叛乱此起彼伏达十余年，才

彻底平定。整个汉代，宗室子弟少有在公卿之位的，各地的宗室凡有势力的，都遭到削弱，乃至刘氏宗

室枝叶飘零，被王莽趁虚而入。最后推翻王莽的，又是散在各地的刘氏血脉。光武帝重造大汉江山后，

也对宗室严加防范。如建武二十四年就诏令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枝弱而动本，汉室宗王的力

量被削弱，结果则实权多掌握在外戚和宦官手里，太后主政，外戚弄权，是汉代政治的严重弊端。当然

也有宗王辅政能作出表率的，即汉明帝的同母弟东平宪王刘苍，虚己好礼，以至亲辅政，优待超过诸王，

为宗王参政的典范。宗室成员如何以礼自饬，以道行义，得体地参预政权？这是邓太后临朝秉政亟待

解决的事。据《后汉书·张衡传》 载：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 ，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

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③

虽然因为刘珍、刘騊駼等人去世而“汉家礼仪”最终没有完成。但是，定“汉家礼仪”是安

帝时期东观士人着手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王逸与刘騊駼等一同在东观任校书郎，应该是参与

了撰定“汉家礼仪”的工作。因为《张衡传》  所谓“撰集《汉纪》  ”一事，王逸、李尤、伏无忌、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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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蔡邕等东观校书郎或著作郎都曾参加。①可以推测，定“汉家礼仪”也应该是王逸等东观校

书郎、著作郎的工作。元初六年，邓太后还下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四十余人与邓氏近亲

子孙三十余人开邸第，教学经书，并告诫曰：“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

面墙述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②可见“汉家礼仪”是当时邓太后对宗室教育的重要

举措。

这里要特别关注与王逸同在东观撰定“汉家礼仪”的刘珍、刘毅、刘騊駼等几位刘氏成员。《后汉

书·文苑·刘珍传》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

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

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③这位刘珍

又叫刘千秋。胡广《王隆汉官篇解诂叙》 曰：

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

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 ，定位分

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

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

恤也。④

刘珍（千秋）称张衡为邑子，张衡是南阳郡西鄂人，刘珍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刘珍与光武帝刘秀

是同乡，皆是汉朝宗室，樊长孙径直称他是“公族元老”，负有撰定汉家礼仪的责任。刘珍对此也是首

肯的。

刘毅和刘騊駼是从兄弟，为北海靖王刘兴的孙子。刘兴于建武二年被封为鲁王，继承光武兄刘仲，

即是光武帝的侄子。刘兴这一支是东汉最有学问的宗室。刘兴得到明帝的信任，“显宗器重（刘）兴，

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⑤。刘兴长子刘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得到光武帝和明帝的喜爱，“能属文，作

《春秋旨义终始论》 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 ，当世以为楷则”⑥。刘毅即为刘睦之子。《后汉书·

文苑·刘毅传》 载：“（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 并《宪论》 十二篇。时刘珍、邓耽、

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⑦刘兴次子刘复，生刘騊駼。《后汉书·宗

室四王三侯列传》 载：

初，临邑侯（刘）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

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

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 ，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⑧

刘珍、刘毅、刘騊駼等是与光武帝近支的宗室成员，善史书，能文章，前二人还与王逸一同被

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 。他们都在东观担任校书郎或著作郎，担负编撰汉家礼仪的重任。

汉家礼仪虽然当时并没有编撰完成，但从一些零星材料还可以看出大概。如刘騊駼《郡太守箴》

佚文曰：“大汉遵周，化洽九区。”⑨意即大汉秉承周代封邦建国、藩卫宗周的制度。特别值得注

周兴陆：王逸《楚辞章句》与东汉安帝朝政坛

①　《后汉书·王逸传》：“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9年第 14卷）以黄浚《衡斋金石识小录》著录象牙书签刻文“王逸……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纠正传中“汉诗”乃“汉书”之讹，

“盖指《东观汉纪》之别本而言”。

②③④⑤⑥⑦⑧　范晔：《后汉书》，第 238页；第 2617页；第 3555—3556；第 556页；第 557页；第 2616页；第 558页。

⑨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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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刘珍、刘毅、刘騊駼都是南阳宗室，与散布天下的刘氏不同，他们是与光武帝同宗的。

《春秋》 学是刘毅的家学。在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篡夺政权的安帝朝，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

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了《春秋繁露》 “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

以道行义、忠贞为国、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应该不是凭空推测之词吧。那么，与“三刘”

同在东观的王逸编撰《楚辞章句》  时也重视“汉家礼仪”的重建，发扬董仲舒“公子无去国之义”

的思想而强调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并能遵道行义，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只有联系汉

朝宗室衰落、安帝朝外戚与宦官乱政的局势，和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几位刘氏宗室负责编撰

汉家礼仪这一具体事件，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校书郎王逸撰《楚辞章句》 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

去国之义”的理念。

东观诸郎虽然为职责所限，不能直接参与政事，但事实上在安帝朝的政坛斗争中他们是发挥

作用的。延光三年（124年）八月，因常侍江京等的构陷，皇太子刘保被废为济阴王，朝野震惊。太

仆来历要结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这是朝臣与宦官外戚之间一次激烈的正面斗争。十余

人中就有宗正刘玮和谏议大夫李尤。汉代宗正皆由宗室担任。李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

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 ，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①。李尤曾官兰台令史，与刘珍、

王逸、张衡等均参与《汉纪》 的编撰，他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加入为太子鸣冤的行动。第二年顺帝即

位后，李尤迁乐安相，刘珍升任宗正，王逸也升任侍中。这正反映出他们为顺帝昭雪继位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只有联系汉安帝时的政坛斗争和上层思想动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逸在《楚辞章句》 中推崇謇

谔讽谏精神和同姓不去国的政治思想，皆有其现实根基和社会背景。从这个个案也可见得汉代的章

句之学是有现实关切的，并非只是无关现实政治的分章辨句，烦琐注疏。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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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ies  to  establish  a  “unmanned”   virtual  world  with  “no  body  participation” ;  while  the  advanced  form  of  the
“metaverse”  proposes the human physical  factor  of “physical  cognition”   that  must  b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virtual  world.  The  cognitive  mode  of  the  “metaverse”   is  a  complex  of
“disembodied  cognition” ， “embodied  cognition” ，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metaverse” is forming the aesthetic form of “aesthetics of isolation”，but it is oppos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averse”   to  the  advanced  stage， its
aesthetic form will also transform to open and compatible emerging “aesthetics of connection”.

Keywords： metaverse， development stag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world construction， cognitive mode， aes-
thetic form
 
WANG Yi’s Annotation on The Songs of Chu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mperor An’s
Reign                                                                                                                                         （by ZHOU Xing-lu）

Abstract：WANG Yi’s Annotation on The Songs of Chu not only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Songs of
Chu，but  was  also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Han  Dynasty.  During  Emperor  An’s  reign  that
lasted  for  around  two  decad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messy  and  sycophantic.  In  the  court， however， many
ministers  were  brave  enough  to  admonish  the  emperor  severely.  The  imperial  court  encouraged  political  criticism.  In
such  an  atmosphere，as  a  collating  officer，WANG Yi  developed  his  thought  while  collating  classic  book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ation  of  YANG  Xiong  and  BAN  Gu，WANG  highly  praised  QU  Yuan’s  spirit  of  satire.  The  royal
family  in  Nanyang  emphasiz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the  country  of  the  Han  Dynasty  by  developing  the  idea
that “the sons of  Duke had no righteousness to leave the country”   from Chuqiu Fanlu while compiling ritual  propriety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affected  WANG to  elaborate  for  the  first  time on QU Yuan’s  idea  that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of Chu would be not righteous to leave the country.

Keywords： Emperor An in the Han Dynasty， satire， WANG Yi， The Annotation on The Songs of Chu， ritual
propriety of the Han Dynasty
 
The “Rivers  and  Lakes”  Originated  from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Rivers  and
Lakes” in SU Shi and SU Zhe                                                                                             （by ZHU Gang）

Abstract：Writings  on  “rivers  and  lakes”   are  integral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neral，“rivers  and
lakes”   refer  to  the  place  where  frustrated  officials  were  exiled.  Nevertheless，poetry  written  by  SU  Shi  and  SU  Zhe
deliberately constructed “rivers and lakes”  into a poetic space abounded with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was quite typical
among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SU Brothers  described “rivers  and  lakes”   as  a  place  where
fish  and  birds  inhabited;  it  was  full  of  mountains  and  waters，historical  sites，as  well  as  commemorations  of  kinship
and friendship; and it  was also a poetic place imprinted with lofty noblemen and recluse scholars，folk ethos and local
customs，as  well  as  the  humanist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political  careers  also  reminded them that “rivers
and lakes” were used by the court to banish criminals，and power networks from the capital also stretched out all over
this  space，so  that “rivers  and  lakes”  were  not  a  safe  haven  at  all.  This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was  coherent  with
Song  polit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mmodity  economy.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SU  Shi  proposed  a  poetic  idea  about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rivers  and  lakes”   and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water of “rivers and lakes”  originated from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From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to “rivers and lakes” extended the spirit of humanism，which wa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power expansion.

Keywords： SU Shi， SU Zhe， “rivers and lakes”，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What Does Handicraft Mean Today？                                                                                （by XU Gan-li）

Abstract：Most  of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exist  as  the  skills  requir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daily  utensils.
However， in  many  well-developed  citie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large  machine  production， handicraft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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